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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平视角下长三角地区 

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研究 

杨宜男 王立 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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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基于环境公平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空间公平性和社会公平性问题。从规模、

质量和可达性出发构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指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分析供给空间公平性，识别供给热冷点区，并基

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究收入、人口和城乡差异对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社会公平性的影响。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国

家森林公园供给存在空间不公平性和社会不公平性，国家森林公园供给集中于皖浙边界附近城市，且偏向高收入、

高城镇人口和高城乡差异的地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提高交通可达性和加强重点地

区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等建议。 

【关键词】：环境公平 国家森林公园 空间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P9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8141(2021)10-1174-06 

森林公园既是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为居民提供优质游憩活动的重要目的地，其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够为

公众提供生态福祉[1]。森林公园作为一种面向所有公众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设施，在空间上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配需要考

虑到公平性问题，但目前国内关于环境公平的研究相对较少，而针对森林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的环境公平研究更是匮乏。国外

学者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突出 4个内容：强调环境污染责任承担的公平性[2],强调政策待遇享受的公平性[3],强调环境保护参

与上的公平性[3],强调环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4]。其中，环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主要强调环境资源在空间分配和群体间分配的公

平性。针对空间分配公平性，主要采用可达性[5]、数量及面积大小[6]等方式分析不同地区居民享受森林公园等环境资源的平等性。

也有学者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战略互动出发，探究不同地区间的森林公园等环境资源的供给不公平性
[7]
。研究发现，森林公园

等环境资源供给在空间尺度上存在不公平性[8,9]。而环境公平的研究始终离不开社会差异的讨论，大量研究表明，森林公园等环

境资源供给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和民族群体间存在不公平性[8,9],对低收入等弱势群体较为不利[10]。如，Rigolon[4]发现森林公园

等建设在很大程度使特权群体受益，虽然低收入的群体更渴望获得森林公园等环境资源[11],但特权阶级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

基础使其能够获得更高比例的公园面积。 

综上，现有的环境公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大多数环境公平的研究多以单一城市为

主体进行小尺度研究，缺乏跨地区间的环境公平分析，尤其是在社会人口流动和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区域进行城市间的环境公

平分析。其次，为了衡量不同群体间的环境公平性，众多学者开发了多维指标
[12]
,但缺乏综合公园规模、质量、可达性等指标来

探究跨区域间的环境公平问题，且描述不同社会公平性的指标也相对单一。最后，我国关于森林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供给的环

境公平问题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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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站在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协调优化好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的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在

此背景下，分析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空间公平性和社会公平性，一方面可以为长三角未来国家森林公园等绿色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优化建议，另一方面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绿色基础设施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分配公平具有重要意义，避免在空间上和

不同社会群体间产生较大的不公平性，破坏社会主义公平性原则。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家森林公园名录及面积数据基于我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历年公布的国家森林公园审批公告整理收集，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底；国家森林公园地理位置依托百度地图来确定；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常

住人口数量、城镇人口比率等数据均收集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2019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三角地区城市边界、铁

路、公路数据均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的“1∶100 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http://www.webmap.cn/main.do? 

method=index)。 

1.2 评价指标 

相关研究发现，规模[13]、质量[10]和可达性[14]是影响绿色基础设施供给公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分别选择公园的数量指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和可达性来评价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规模、质量和可达性公平情况。在社会公平影响因素指标的选择上，

国外学者较多地从收入、人口、城乡、种族、性别等方面研究不同群体间的绿色基础设施分配公平性问题
[15]

,本文则主要从长三

角地区实际出发，选择探究收入差异、人口差异和城乡差异对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社会公平性影响情况。具体指标说明参见表 1。 

表 1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公平性评价指标 

类别 
评价

内容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供给指标 

规模 数量供给指数 Sn 
由国家森林公园个数、面积、人均公园面积与公园覆盖率 4个指标组成，

反映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供给情况 

质量 ESV 供给指数 SESV ESV 体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用大小，可用于反映国家森林公园质量水平 

可达

性 
可达性供给指数 Sd 

基于累积耗费成本距离核算，可反映不同地区到最近国家森林公园花费的

时间成本大小 

社会公平

指标 

收入

差异 
人均生产总值 X1 

人均 GDP是反映群体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人均GDP 越高，表示某地区居

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越高 

人口

差异 
城镇人口比率 X2 

城镇人口比率反映了某地区的人口结构特征，城镇人口比率越高，表明该

地城镇人口越多，而非城镇人口越少 

城乡

差异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以农村为 1)X3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例越高，表示城乡差距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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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综合供给指数计算：本文基于 Max-min 标准化方法
[16]
将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供给指数、ESV 供给指数和可达性供给指数(负向

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基于等权重计算得到国家森林公园综合供给指数 S。计算公式如下： 

 

数量供给指数计算：本文基于 Max-min 标准化方法对各城市国家森林公园个数、面积、人均公园面积(国家森林公园面积除

以市域常住人口)和公园覆盖率(国家森林公园面积除以市域面积)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基于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16]
。核算赋权

后各指标的累加值得到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供给指数。 

ESV 供给指数计算：本文基于价值当量因子法核算国家森林公园 ESV。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i为公园面积；Pi为第 i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单位面积单价。 

 

式中，D 为标准当量因子的 ESV 量，参考谢高地、张彩霞、张雷明等[17]的研究成果，D 取 3406.5 元/hm2;Ei为各单项 ESV 当

量因子[17],参见表2。 

表 2单位面积国家森林公园 ESV当量及单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价值当量 单价(元/hm
2
)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价值当量 单价(元/hm

2
)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0.25 860.14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1.91 6497.90 

原料生产 0.58 1975.77 气候调节 5.71 19442.60 

水资源供给 0.30 1021.95 净化环境 1.67 5697.37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2.32 7911.60 水文调节 3.74 12723.28 

维持养分循环 0.18 604.65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0.93 3159.53 

生物多样性 2.12 7204.75 

 

可达性供给指数：通过计算区域内栅格可达性的平均值来反映不同地区到达最近国家森林公园的可达性情况[18]。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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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j为第 j 个地区的国家森林公园可达性(即可达性供给指数 Sd),Kj越小，则时间成本越低；nj为第 j 个地区内的栅格

数量；Fi为第 i个栅格的可达性时间。 

可达性时间 Fi采用栅格成本距离法进行测算。首先，将公路和铁路网转换为 1km×1km的栅格。其次，基于不同等级道路的

时间成本测算成本栅格，不同质量道路时间成本值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和相关学者的研究

进行赋值[18,19](表 3)。最后，计算各个栅格到国家森林公园的累积耗费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i为第 i个栅格的耗费值；Ci+1为第i+1 个栅格的耗费值；n为栅格数量。 

表 3不同质量道路通行速度与时间成本 

道路类型 速度(km/h) 时间成本(s/km) 

高速公路 120 30 

一级公路 100 36 

二级公路 80 45 

三级公路 40 90 

四级公路 30 120 

高速铁路 280 12.6 

普通铁路 100 36 

其他 5 720 

 

空间公平性评价：基于空间基尼系数衡量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在空间分布上的公平性[18]。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i为各市域内国家森林公园个数占地区总数的百分数；m为市域个数。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划分标准，Gini<0.2,

表示分布高度均衡；0.2—0.4,表示分布相对均衡；Gini=0.4—0.6,表示分布相对随机；Gini=0.6—0.8 表示分布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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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i>0.8,表示分布高度集中。 

社会公平性评价：基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在不同群体间的总体公平性，提出社会公平性指数衡量城

市局部尺度上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公平性程度[20]。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G为社会公平性指数，(当 G越接近于 1,表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社会公平性越好，G越远离 1,表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

社会公平性越差);Si为第 i市国家森林公园综合供给指数；S为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综合供给指数总和；Pj为长三角地区第

j项社会公平指标值的总和；j为人均生产总值、城镇人口比率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以农村为1);Pij为第 i市第 j项社

会公平指标值。 

2 结果及分析 

2.1 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特征分析 

对比分析 2019 年长三角地区与内部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由于上海整体作为一个最小研究单元，没有次一级划分，故不做

单独分区分析，仅在长三角地区整体研究中做分析，下同)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特征，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见，长三角各省域间

的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供给指数和 ESV 供给指数及两者的方差、极差均差距较大，表明在数量供给和 ESV 供给上存在较大的空间

分异。其中，浙江由于森林基础资源较好，因此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供给指数和 ESV 供给指数均最高；江苏以平原地区为主，是

主要耕作区，因此国家森林公园供给数量指数和 ESV 指数均较低。从可达性指数看，由于长三角地区交通网络发达，各地区到

达最近国家森林公园平均花费的时间均在 2h以内，因此各省域间可达性供给指数及其方差、极差均差异较小，表明长三角地区

国家森林公园可达性供给相对较为公平。从综合供给指数看，浙江省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相对具有较高的优势，江苏省的国家

森林公园供给相对较弱。 

表 4 2019年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特征 

区域 项目 数量 ESV(亿元) 可达性(h) 综合供给指数 

长三角地区 

平均 0.18 6.64 1.66 0.33 

方差 0.04 157.61 0.45 0.03 

极差 0.76 77.90 2.83 0.88 

江苏省 

平均 0.09 2.79 1.72 0.27 

方差 0.01 8.91 0.72 0.02 

极差 0.31 9.96 2.83 0.46 

浙江省 

平均 0.29 14.18 1.47 0.43 

方差 0.06 491.91 0.23 0.04 

极差 0.76 77.90 1.70 0.82 



 

 6 

安徽省 

平均 0.18 4.93 1.79 0.31 

方差 0.03 25.63 0.37 0.02 

极差 0.68 16.86 1.81 0.57 

 

2.2 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空间公平性分析 

长三角地区及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2019 年国家森林公园综合供给指数的空间基尼系数结果见表 5。从表 5 可见，空间

基尼系数均大于 0.90 水平，国家森林公园供给不仅在长三角地区整体呈现高度集中分布特征，在苏、浙、皖等省份内部也呈现

出高度集中分布特征。其中，ESV 供给指数的空间基尼系数相对偏低，但也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分布特征。可达性供给指数和数量

指数均呈现出明显的高度集中特征，其中可达性的空间不公平现象最为明显，其空间基尼系数均大于 0.90。从区域差异来看，

在数量供给指数、可达性供给指数和综合供给指数上，苏、浙、皖 3 省的空间基尼系数差距不大，较为接近。但在 ESV 供给指

数上，苏皖两省的空间基尼系数较大，而浙江相对较小，表明在国家森林公园供给质量空间分布上，浙江相对苏皖两省更为公

平。 

表 5 2019年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空间基尼系数 

区域 

数量 ESV 可达性 综合供给指数 

值 特征 值 特征 值 特征 值 特征 

长三角地区 0.87 高度集中 0.77 相对集中 0.98 高度集中 0.97 高度集中 

江苏省 0.83 高度集中 0.81 高度集中 0.96 高度集中 0.96 高度集中 

浙江省 0.85 高度集中 0.69 相对集中 0.98 高度集中 0.96 高度集中 

安徽省 0.84 高度集中 0.82 高度集中 0.98 高度集中 0.96 高度集中 

 

局域关联指数 Getis-OrdG*
i可用于识别空间上的高、低值簇，揭示空间要素的热冷点分布特征[21]。参见图 1,从热点聚集区

分布来看，由于皖南地区和浙江内陆地区的森林资源基础较好，是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建设区，因此该地区的城市是国家森林公

园数量供给指数和 ESV 供给指数的主要热点聚集区。而长江沿岸地区和太湖周边地区是长三角地区交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

且国家森林公园分布数量相对较多，因此该区域的城市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可达性供给指数的热点聚集区。从冷点聚集区分布来

看，国家森林公园 ESV 供给指数没有显著的冷点聚集区，而数量供给指数和可达性供给指数的冷点聚集区主要分布于皖北和苏

中地区，该地区森林资源基础较差，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形成供给冷点，造成该地区居民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国家森

林公园供给资源。 

从综合供给指数来看，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综合供给指数热点和冷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聚集分布特征和南北对称分布

特征。热冷点区域均呈现出明显的聚集成团特征，造成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严重不均衡，产生空间不公平现象。此

外，以皖北和苏中为核心的北部冷点聚集区和以皖浙边界附近城市为核心的南部热点聚集区形成对称分布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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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年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热冷点分布 

2.3 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社会公平性分析 

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与社会公平因素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结果见表 6。从综合供给指数看，不同社会公平因素与综

合供给指数的 Moran′sI 指数均大于 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两者在空间上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城市间的城乡、收入和人口

差异均会显著影响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偏向城乡差异大地区、高收入地区和多城镇人口地区，表明国家森林

公园供给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不公平性。从具体供给指标看，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供给指数和 ESV 供给指数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表明在不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地区间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森林公园规模和质量供给不

公平现象。国家森林公园可达性供给指数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 和城镇人口比重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明在不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地区间、不同人均 GDP 地区间和不同城镇人口比重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国家森林公园可达性供给

不公平现象。 

表 6 2019年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与社会公平因素全局 Moran′sI指数 

指数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以农村为 1 
人均 GDP 城镇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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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供给指数 0.2345*** 0.1340** 0.1232* 

数量供给指数 0.1535** 0.0067 0.0278 

ESV 供给指数 0.1614*** -0.0175 -0.0099 

可达性供给指数 0.2246*** 0.2931*** 0.2417*** 

 

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社会公平指数(图 2)显示：①在城乡社会公平方面，各城市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家森林公园

供给不公平现象，以杭州、湖州、黄山和丽水等城市为核心的地区获得了超额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而亳州、阜阳和盐城等城

市获得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远低于对应的城乡水平。②在收入社会公平方面，各城市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缺乏公平性，黄山、六

安、淮南、丽水等城市获得了超过其收入水平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而阜阳、亳州、盐城、扬州、泰州和南通等市获得的国家

森林公园供给远低于对应的收入水平。③在人口社会公平方面，各城市国家森林公园供给也缺乏公平性，杭州、黄山和丽水等

市获得了超额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而阜阳、亳州、盐城、泰州和南通获得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不足。整体而言，长三角地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供给均不具有城乡社会公平、收入社会公平和人口社会公平，皖浙交界附近城市能够获得超额的国家森林公园

供给，而皖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不足。 

 

图 2 2019年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社会公平指数 

3 结论、讨论与建议 

3.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环境公平视角出发，针对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的空间公平性和社会公平性进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长三角地

区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分布不均，浙江省获得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最多，其省内城市间也存在较大的供给差异。②长三角地区和

苏、浙、皖 3 省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集中分布特征，形成显著的供给热冷点区域。③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

供给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城乡差异较大地区、收入水平较高地区和城镇人口较多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森林公园供

给。④由于皖南和浙江的森林基础较好，因此该区域的城市能够获得超额的国家森林公园供给，而皖北、苏中和苏北地区以农

业活动为主，森林资源不足，获得国家森林公园供给相对滞后。 

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可引发对国家森林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分配公平性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可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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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空间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建议。但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缺乏栅格

尺度的社会统计数据，因此以行政区尺度进行公平性研究，尺度间的差异可能造成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其次，由于航空

交通主要为点对点间的通勤，与地面交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可达性测量以铁路和公路等地面交通为主，缺乏对航空交通的考

量，对可达性的测量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未来的研究中，要从更精细的尺度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绿色基础设施供给公平性问

题，重点探究环境公平性问题的影响机理，并寻求促进环境公平的途径。 

3.2 建议 

本文基于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公平性的探究，从国家森林公园空间优化、交通可达性和区域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①在进行

国家森林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供给分配的社会公平性问题，保证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平等地享受

到绿色基础设施提供的生态福祉。②提高交通可达性是解决国家森林公园供给公平性的有效方式，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缩短

居民抵达最近国家森林公园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供给公平性。③皖北、苏中和苏北地区一方面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保护森林资源。3个地区的森林资源不足，应通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等方式加强森林资源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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